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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群体的再弱化——黑龙江“叶文热”的思考 

王建民 
 

 

 

 

从“有话好好说”到“叶文有话要说”，叶文这个名字日渐被黑龙

江的广播听众所熟悉。从的士到公交车，从居民小区到街头仓买，叶文

洪亮又略带沙哑的声音吸引着越来越多人的注意力。据说，这一以“谈

情感，聊婚姻，说生活”为主题的电话聊天节目的收听率为黑龙江广播

电台中之最高。这样，叶文逐渐成为家喻户晓的主持明星，广播台获得

丰厚的广告收入，听众获得了知识或娱乐方面的信息，而节目参与者—

—主要是那些遭遇婚恋问题的女性——则或获得耐心的开导、温柔的抚

慰、细致的建议，或遭受道德重压甚至被骂个狗血喷头——叶文正是以

这种“谩骂式说教”或“说教式谩骂”而著称。 

不管与“叶文热”有关的不同人获得何种东西，“叶文热”已经不

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在电视大行其传媒强势的情形下，“叶文热”不能

不说是一个小小的奇迹，而社会生活中婚恋问题的存在无疑为这一奇迹

的创造提供了广阔市场。从表面上看，这很符合市场的供求规律：遭遇

婚恋问题者有解惑之需求，媒体有解惑之供应能力；或相反，媒体有制

造收听率甚至利润率的动机，婚恋中人及普通听众则有参与的欲求或兴

趣。我们已经很难分辨出是婚恋问题的大量存在催生出“叶文有话要

说”，还是“叶文有话要说”在各种动机推动下使婚恋问题在一定程度

上为普通老百姓所知晓，并吸引了诸多当事人与旁观者的收听和参与。 

为了使问题更为明晰，我们可以析出一个媒介权力与弱势群体关系

问题。 

多次收听“叶文有话要说”，发现其特点有几方面。一是主持人风

格独特：声音洪亮，轻憨中带有磁性，语言表达不卑不亢、条理清晰，

其最大特点是对婚恋问题中过错方的批评斥责之声异常激烈，如“羞

耻”、“无耻”、“管不住裤腰带”、“管不住下半身”，等等。其

二，节目中求助者多为遭遇配偶或恋人背叛者，且女性为大多数，在一

定程度上她们是“弱势群体”。其三，叶文充当权威、专家的角色，为

所有求助者出谋划策。其四，电台及主持人掌握着“话语权”，即可以

随机打断听众的言辩，或者斥责其观点，或迫使其沉默，或干脆单方挂

掉电话。 

“叶文热”固然有其原因，但一个事物一旦“热”起来，往往便具

有“迷惑”的效果（如时尚），因此，越“热”的东西，往往越需要我

们对之加以思考。我们需要质疑的是：面对纷繁复杂的婚恋问题，叶文

的权威角色何以胜任？对于求助者的困惑和表达观点的权利何以不时被



演播室一方单向操控？为什么有过错者一定要被斥责甚至侮辱而不是被

当成救助的对象？节目对自身解决问题能力的有限性没有明确的宣称，

因而以全知全能的角色助长了求助者的幻想和无助，这是不是一种媒介

欺骗？ 

很明显，在对话的双方中，权力关系是失衡的。以主持人叶文为代

表的媒体是强势一方，而打入电话的求助者为弱势的一方。前者之强表

现在有控制电话接入与切断的权力，表达观点却决绝对方观点的权力，

利用自身知识与专业优势“激扬文字”的权力；相反，后者的弱势则表

现在通话时间被控制，表达观点被回绝，不同意见遭驳斥甚至切断。在

强弱对比中，最明显的是主持人的角色被无限放大，以至于成为全知全

能者；而求助者则显得弱小、无助、单薄。这样，本来就成为婚恋问题

中的弱势者，在媒体的加工之下，显露出（被建构出）十足的弱势形

象，或者说弱势者的再弱化。因此，作为受困于婚恋问题的弱势者的女

性遭遇再弱势化的过程。而广大听众则见证了这一过程，但可能对其中

的强弱对比浑然不知。 

换言之，媒体对女性的再弱化过程实属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讲的

“符号暴力”，这是一种支配者施于被支配者身上的暴力，被支配者可

能对此无察无觉，反而认可了这种暴力的支配，而与弱势者同处一端的

普通听众无疑也成为被支配者，他们有意无意地被单向灌输进媒体的信

息和价值，而相反的过程却不存在。因此，表面上的弱势群体求助过程

也掺杂了对弱势群体的标签化甚至污名化建构。而弱势群体本身却几乎

没有表达的机会与权力，更奢谈对媒体势力的反抗。 

在米歇尔·福柯的意义上，现代媒介传播乃一种权力控制技术。不

同的是，福柯的“全景敞视监狱”是少数人监控多数人：监狱管理者位

居圆形监狱的中央塔，而四周的犯人的一举一动则尽收眼底。而在“叶

文有话要说”中，广播台的监控则是多数人对少数人，即广播台代表大

众监控少数参与其中的求助者，媒介及听众的声音远强于作为个体的求

助者的声音。弱势者或弱势群体的“强势”使其很容易被利用以达到各

种政治、经济目的。换言之，弱者成为强者的武器。 

一般认为，婚恋问题中的女性往往成为弱势的一方，这既与女性生

理特征有关，又与社会赋予女性的角色和女性的自我认同有关。柔弱的

体力、阴柔的性格、母爱的天性、道德的压力、就业的歧视等因素往往

使婚恋问题中的女性背负沉重的心理负担和社会压力。而当前的社会生

活中，离婚率不断增长且不必言，婚外情、三角恋、包二奶（据说还有

“包二爷”？）等问题甚至泛滥到人们见怪不怪的程度，人们通过影视

剧、报刊杂志、互联网上可以获知大量与此相关的信息。正因为如此，

广播电视剧利用婚恋市场中的“商机”办了诸多情感沟通类节目。“叶

文有话要说”即是其中一类。 

对于这种情感沟通类节目，主持人应保持中立的态度，打进电话者

不管有无过错，不管在道德上处于优势还是劣势，他们都是遭遇婚恋之

惑/之痛的求助者，他们所表达的观点、提出的问题或许并非简单的对

错两分判断可以涵盖。况且，打进电话者本是节目得以进行的贡献者，

要求起码的礼遇似乎并不过分。如果主持人表达强烈的个人好恶和价值



 

偏好，甚至不惜利用媒介权力恶语相袭，则既有失职业道德，又有损受

众的情感。奚落与谩骂吸引了听众的耳朵，提高了收听率，却有悖于责

任之维：解惑援助之初衷。 

事实上，诸如“叶文有话要说”类的情感谈话与救助节目并没有很

好地贯彻“救助”之宗旨，却很可能被“收视/听率”、“广告费”所

驱使，而求助者反倒成为媒体谋取利益的手段。公共媒体的根本职责是

传递积极的信息与价值，管不了太多的事情，也解决不了太多的业外问

题。“叶文热”凸显了媒体自我夸张的弊病，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社

会救助机构的不健全。如果有足够的妇女救助机构及其良好的运作，

“叶文有话要说”中打来电话的女性朋友的问题可能得到更有针对性

的、专业性的解决。 

社会救助需要数量甚多的有组织机构，而非一个电台主持人所能胜

任，如果主持人仅凭一己之知识、阅历与经验对求助者指手划脚，非但

不能提供行之有效的帮助，反而可能误导求助者甚至加深其无助的处

境。不恰当的帮助甚至比不帮助更坏。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媒体在社会

生活中的重要性，对于很多社会问题媒体的介入和参与十分重要，但并

非无所不能。一旦媒体夸大自身的功能，便往往陷入公共责任之外的利

益泥沼，甚至黄钟之音微弱，瓦缶之声杂鸣，反而有损其承担公共责任

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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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话好好说”到“叶文有话要说”，叶文这个名字日渐被黑龙

江的广播听众所熟悉。从的士到公交车，从居民小区到街头仓买，叶文

洪亮又略带沙哑的声音吸引着越来越多人的注意力。据说，这一以“谈

情感，聊婚姻，说生活”为主题的电话聊天节目的收听率为黑龙江广播

电台中之最高。这样，叶文逐渐成为家喻户晓的主持明星，广播台获得

丰厚的广告收入，听众获得了知识或娱乐方面的信息，而节目参与者—

—主要是那些遭遇婚恋问题的女性——则或获得耐心的开导、温柔的抚

慰、细致的建议，或遭受道德重压甚至被骂个狗血喷头——叶文正是以

这种“谩骂式说教”或“说教式谩骂”而著称。 

不管与“叶文热”有关的不同人获得何种东西，“叶文热”已经不

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在电视大行其传媒强势的情形下，“叶文热”不能

不说是一个小小的奇迹，而社会生活中婚恋问题的存在无疑为这一奇迹

的创造提供了广阔市场。从表面上看，这很符合市场的供求规律：遭遇

婚恋问题者有解惑之需求，媒体有解惑之供应能力；或相反，媒体有制

造收听率甚至利润率的动机，婚恋中人及普通听众则有参与的欲求或兴

趣。我们已经很难分辨出是婚恋问题的大量存在催生出“叶文有话要

说”，还是“叶文有话要说”在各种动机推动下使婚恋问题在一定程度

 



上为普通老百姓所知晓，并吸引了诸多当事人与旁观者的收听和参与。 

为了使问题更为明晰，我们可以析出一个媒介权力与弱势群体关系

问题。 

多次收听“叶文有话要说”，发现其特点有几方面。一是主持人风

格独特：声音洪亮，轻憨中带有磁性，语言表达不卑不亢、条理清晰，

其最大特点是对婚恋问题中过错方的批评斥责之声异常激烈，如“羞

耻”、“无耻”、“管不住裤腰带”、“管不住下半身”，等等。其

二，节目中求助者多为遭遇配偶或恋人背叛者，且女性为大多数，在一

定程度上她们是“弱势群体”。其三，叶文充当权威、专家的角色，为

所有求助者出谋划策。其四，电台及主持人掌握着“话语权”，即可以

随机打断听众的言辩，或者斥责其观点，或迫使其沉默，或干脆单方挂

掉电话。 

“叶文热”固然有其原因，但一个事物一旦“热”起来，往往便具

有“迷惑”的效果（如时尚），因此，越“热”的东西，往往越需要我

们对之加以思考。我们需要质疑的是：面对纷繁复杂的婚恋问题，叶文

的权威角色何以胜任？对于求助者的困惑和表达观点的权利何以不时被

演播室一方单向操控？为什么有过错者一定要被斥责甚至侮辱而不是被

当成救助的对象？节目对自身解决问题能力的有限性没有明确的宣称，

因而以全知全能的角色助长了求助者的幻想和无助，这是不是一种媒介

欺骗？ 

很明显，在对话的双方中，权力关系是失衡的。以主持人叶文为代

表的媒体是强势一方，而打入电话的求助者为弱势的一方。前者之强表

现在有控制电话接入与切断的权力，表达观点却决绝对方观点的权力，

利用自身知识与专业优势“激扬文字”的权力；相反，后者的弱势则表

现在通话时间被控制，表达观点被回绝，不同意见遭驳斥甚至切断。在

强弱对比中，最明显的是主持人的角色被无限放大，以至于成为全知全

能者；而求助者则显得弱小、无助、单薄。这样，本来就成为婚恋问题

中的弱势者，在媒体的加工之下，显露出（被建构出）十足的弱势形

象，或者说弱势者的再弱化。因此，作为受困于婚恋问题的弱势者的女

性遭遇再弱势化的过程。而广大听众则见证了这一过程，但可能对其中

的强弱对比浑然不知。 

换言之，媒体对女性的再弱化过程实属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讲的

“符号暴力”，这是一种支配者施于被支配者身上的暴力，被支配者可

能对此无察无觉，反而认可了这种暴力的支配，而与弱势者同处一端的

普通听众无疑也成为被支配者，他们有意无意地被单向灌输进媒体的信

息和价值，而相反的过程却不存在。因此，表面上的弱势群体求助过程

也掺杂了对弱势群体的标签化甚至污名化建构。而弱势群体本身却几乎

没有表达的机会与权力，更奢谈对媒体势力的反抗。 

在米歇尔·福柯的意义上，现代媒介传播乃一种权力控制技术。不

同的是，福柯的“全景敞视监狱”是少数人监控多数人：监狱管理者位

居圆形监狱的中央塔，而四周的犯人的一举一动则尽收眼底。而在“叶

文有话要说”中，广播台的监控则是多数人对少数人，即广播台代表大

众监控少数参与其中的求助者，媒介及听众的声音远强于作为个体的求



助者的声音。弱势者或弱势群体的“强势”使其很容易被利用以达到各

种政治、经济目的。换言之，弱者成为强者的武器。 

一般认为，婚恋问题中的女性往往成为弱势的一方，这既与女性生

理特征有关，又与社会赋予女性的角色和女性的自我认同有关。柔弱的

体力、阴柔的性格、母爱的天性、道德的压力、就业的歧视等因素往往

使婚恋问题中的女性背负沉重的心理负担和社会压力。而当前的社会生

活中，离婚率不断增长且不必言，婚外情、三角恋、包二奶（据说还有

“包二爷”？）等问题甚至泛滥到人们见怪不怪的程度，人们通过影视

剧、报刊杂志、互联网上可以获知大量与此相关的信息。正因为如此，

广播电视剧利用婚恋市场中的“商机”办了诸多情感沟通类节目。“叶

文有话要说”即是其中一类。 

对于这种情感沟通类节目，主持人应保持中立的态度，打进电话者

不管有无过错，不管在道德上处于优势还是劣势，他们都是遭遇婚恋之

惑/之痛的求助者，他们所表达的观点、提出的问题或许并非简单的对

错两分判断可以涵盖。况且，打进电话者本是节目得以进行的贡献者，

要求起码的礼遇似乎并不过分。如果主持人表达强烈的个人好恶和价值

偏好，甚至不惜利用媒介权力恶语相袭，则既有失职业道德，又有损受

众的情感。奚落与谩骂吸引了听众的耳朵，提高了收听率，却有悖于责

任之维：解惑援助之初衷。 

事实上，诸如“叶文有话要说”类的情感谈话与救助节目并没有很

好地贯彻“救助”之宗旨，却很可能被“收视/听率”、“广告费”所

驱使，而求助者反倒成为媒体谋取利益的手段。公共媒体的根本职责是

传递积极的信息与价值，管不了太多的事情，也解决不了太多的业外问

题。“叶文热”凸显了媒体自我夸张的弊病，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社

会救助机构的不健全。如果有足够的妇女救助机构及其良好的运作，

“叶文有话要说”中打来电话的女性朋友的问题可能得到更有针对性

的、专业性的解决。 

社会救助需要数量甚多的有组织机构，而非一个电台主持人所能胜

任，如果主持人仅凭一己之知识、阅历与经验对求助者指手划脚，非但

不能提供行之有效的帮助，反而可能误导求助者甚至加深其无助的处

境。不恰当的帮助甚至比不帮助更坏。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媒体在社会

生活中的重要性，对于很多社会问题媒体的介入和参与十分重要，但并

非无所不能。一旦媒体夸大自身的功能，便往往陷入公共责任之外的利

益泥沼，甚至黄钟之音微弱，瓦缶之声杂鸣，反而有损其承担公共责任

的形象。 

（王建民 吉林大学社会学系2005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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